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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的特质与组织方式对
受众接受效果的影响研究

———以女性宫颈癌预防传播为例

冉 华 耿书培

摘 要：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

体健康观念及行为。 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

长期忽视。 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

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

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

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

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 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

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 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

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

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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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健康促进”视为一种社会行

为和社会战略。 健康议题始终与普通社会大众紧密关联,有关健康信息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行为。 正因如此,健康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探寻媒

体健康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逐步消除因知识贫乏和观念陈旧所导致的蒙昧,以构建科学完

善的健康知识体系和社会健康图景。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加强,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与社会组织对

女性健康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预防‘两癌’ (乳腺癌、宫颈癌)行动”以及双丝

带行动。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社会现实,以一般社会成员中的普通女性为调查研究对象。 作为受传者,

普通女性对不同类型健康信息的感知状态是否一致? 何种感知状态最能激发积极的预防意愿? 通

过探究劝服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实际应用,本研究力图为媒体有效地建构信息内容,制定准确的健

康传播策略提供意见指导。 关于传播效果的测定与考量一直以来都是主流传播学关注的重心,本研

究亦希望通过对媒体报道方式的讨论,为传播效果的测量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一)媒介健康传播的意义与价值

随着医疗知识库的持续丰富和知识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发展,女性公众对宫颈癌的认知和理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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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对于过去数十年已经得到显著提升,但这种提升的幅度目前仍不足以支持她们产生规模性的预

防行为,信息媒介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研究发现,媒体的报道对于公众的态度有一定影

响;[1] 电视内容对公众健康行为的选择有显著影响;[2] 博客内容也会影响公众的健康信念[3] 。 虽然

影响人们健康行为选择的关联性因素包含多个方面,比如文化、经济、观念、习惯、历史等,但这些方

面的本源依然在于信息的获取与长期的知识建构,而媒体是人们接触相关信息和获取知识的渠道之

一。 宫颈癌是女性全球排名第二常见但又是能明确发现病因且可预防的癌症,因而从医学健康的角

度来看,提前预防和积极检查是防治宫颈癌的重要原则。 近年来大量先进的预防技术加速投入临床

应用,随着 HPV 疫苗在国内的逐步上市,女性公众拥有了更多可靠的疾病预防选择。
健康信息的传播离不开媒介,但目前冗余繁杂的信息和五花八门的传播路径无疑会为接收者带

来困惑和干扰。 而科学的信息内容有可能培养女性公众对宫颈癌的正确认知和积极的预防态度。
对于媒体而言,生产符合公众真实需求的知识类信息,对于培养公众的健康信息消费习惯,进一步增

强女性对宫颈癌等高威胁性疾病的预防意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女性健康的话语权博弈

女性健康问题的私密性从客观上限制了女性公众在公开的媒体平台上讨论的可行性。 因此,她
们相对更愿意通过私密的方式与家人、密友沟通,或保持沉默,而这对于女性健康本身来说是一种风

险。 同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职责以及在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的角色与男性仍有很大不同。 这

种相对的弱势或劣势受到了社会观念、文化、历史的深刻影响,也令女性群体长期处于相对的被动状

态。 虽然观念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持续,女性逐步独立的意识令她们对个体自身的健康需求持续上

升,但在现代新闻报道话语权博弈过程中,“发声”机会并未充分给予这些具备独立思想和真实需求

的女性公众。 目前我国传媒市场的商业化特征十分显著,而那些规模有限的、具备公益性质和社会

舆论引导性质的媒体则更多关注思想意识宣传、公共安全意识培养等其他健康公共议题。 现有的传

媒市场格局严重制约了类似宫颈癌预防等相关健康知识的传播,这种情况不仅限制女性自我保护意

识的培养,同时使得女性公众通过公共媒介接触健康知识信息的机会十分有限。
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手机等智能设备能让用户更快捷地获取资讯与服务,女性公众对于健康

信息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因此,媒体组织或平台如何提供真实等量有价值的健康类信息是整个产

业界和学术界应当持续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将从媒体信息的内容层面探究不同类型的健康

信息报道对女性公众的宫颈癌疾病风险感知和预防意愿的影响,进而总结出具备高影响力、高劝服

性的文本信息,为媒体组织的健康信息设计和生产提供可行的建议。 从研究意义来看,本研究不仅

通过实验的方法强化了健康传播研究相关结论的实践性,也让媒体在健康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中能

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女性公众需求,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女性健康传播与宫颈癌预防的相关研究

1971 年,基于社区服务的美国“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被看作现代健康传播的标志性起源事

件。 在西方国家,健康传播进程快,起步早。 此外,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女性在自己国家享有与男性平

等的权利和自由。 但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的女性仍在为自己争取权益和自由。[4] 在此背景

下,妇女如何保护和改善自身健康值得思考。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经过多年的相对沉默之后,女性的健康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受到医疗和政府社区的关注。[5] 与之同步的是,媒体对于女性健康传播和健康运动的关注度也逐渐

上升,许多报纸和杂志增加了妇女健康问题的报道力度和内容。[6] 传统媒体在女性健康传播的发展

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研究显示,大多数女性依靠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杂志和电视)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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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健康和疾病的信息。 比如报纸发布关于女性疾病、健康提示、营养饮食模式的版面,杂志刊发健

康专家对女性健康问题的建议和看法,电视频道提供了女性寻求隐私问题解答的重要渠道,这对于

期待获得健康知识的女性非常有帮助。[4] 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平台升级,女性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互联网来获取健康信息。[7] 由此可以看出,媒体可以为受众提供一个学习女性健康知识的资源和渠

道。[8] 媒体不仅仅是健康信息的载体,还承担着对公众进行健康知识教育的指导者角色。
关于女性健康的议题研究涉及方方面面。 在过去 35 年的时间里,西方人类学家从女性自身的

角度记录健康问题,包括她们日常的疾病、健康、痛苦和生活经历等。 通过捕捉细节和具体事件的质

性研究方法———民族志来探索不同阶级、种族、文化教育背景的女性对于艾滋病、生殖生育、酗酒、吸
烟等相关疾病的预防态度。[9] 还有学者针对女性健康心理、特殊疾病(乳腺癌、宫颈癌)以及药物使用

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4] 尽管很多女性杂志被看作是女性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但因其对健康主题

的表面处理以及未能涵盖多方面的医学问题而受到批评。[10] 学者考察了女性美容时尚杂志中与健

康相关的内容发现,杂志健康报道的议题偏重于美妆、整容与减肥,而真正的健康信息涉及较

少。[8,11-12]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电视和在线网络社区中。[13-14]

除开健康信息的内容,女性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文化背景以及事件卷入度等等都会影响其健

康行为的选择和决策。 Linda 利用焦点小组访谈法探究女性讨论健康传播的方式与内容,总结出个

体的日常生活习惯、信息来源的偏好程度以及自我认同感对其健康信息传播参与度的影响。[15] 而且

社会支持和个体情绪障碍问题也可能影响女性公众了解健康信息的意愿。[16-17]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

为有健康预防意识的公众积极参与健康决策和医疗保健提供了建议和思考。
相比于国外较为丰富的成果和议题,国内关于女性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显得相对匮乏。 在对近

30 年的学科轨迹以及知识图谱的回顾中,我国健康传播议题主要包括对食品安全、医患关系、青少年

心理、慢性病、转基因等与社会事件紧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思考。 但在已有成果中,专门针对女性健

康的研究寥寥可数。[18] 因此,国内关于女性宫颈癌预防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仅有的相关文献中,
多数成果主要研究特定区域的女性对宫颈癌疾病的基本认知和态度。[19-21] 公众对宫颈癌的认知与个

体受教育程度、所处地域经济程度、职业、年龄等因素存在一定相关。 还有学者探究了宫颈癌的媒介

呈现[22] ,从健康信息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人文关怀等角度提出了意见和思考。 但整体看来,在女

性宫颈癌预防传播中,多数学者没有将媒介对个体健康行为和疾病预防意愿的影响纳入研究之中,
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相比之下,国外有一定数量的文献研究探索了媒介与女性宫颈癌预防之间的影

响关系。
社会规范和社交网络都是个体健康行为选择影响因子中强有力的决定因素。 当个体过高估计

某种行为的普遍性和可接受性时,他们有更大可能采用这种行为。[23] 而媒体能一定程度地改变人们

对某些行为的接受度。 研究发现,随着女性健康议题的报道数量和覆盖面的增加,宫颈癌筛查的覆

盖率也相应提升。[24] 从内容上看,不同的信息框架类型(增益框架 / 损失框架)与个体的风险感知度

(高 / 低)对公众接种 HPV 疫苗的意愿存在交互影响。 由此,Park 进一步提出精确受众定位,针对不

同的受众应选择不一样的报道框架。[25] 还有学者探究了健康信息中“疾病严重性—疾病治愈率”的

配重变化对个体关于宫颈癌疾病威胁感知程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当信息中提及疾病严重性和疾病

可治愈的相关内容各占一半时,劝服效果最佳。[26] 从平台渠道上看,电台广告能激发受众较强烈的

情绪反应和预防意图变化,[27] 而关于宫颈癌的电视内容则可以进一步促使人们在公共场合讨论疾

病并勇敢寻求相关信息,从而提升公众对宫颈癌的预防意愿。[28] 私人博客内容也对个体关于 HPV 疫

苗态度存在影响,但容易导致受众群体对疫苗功效、安全性等方面观点的极化。[3] 有学者明确提出,
人们对宫颈癌严重程度的认知及预防意愿取决于具体的在线信息传播渠道。 在社交媒体(如 Face-
book)发布的损失框架信息比增益框架更能提升个体预防意愿。 但当在线报纸显示相同的消息时,
并未出现类似框架效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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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宫颈癌预防的相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内容、渠道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会

产生不一样的传播效果。 而在探究女性宫颈癌预防传播的媒介效果影响时,多数研究采用了实验

法,这也成为本文研究方法选取的依据之一。
(二)传播之劝服效果理论

劝服传播的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古希腊,劝服就是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上获得权力认可的重要手

段。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劝服证据、传播者资质与情感使用是劝服策略三个重要的方面。 有学

者针对二战期间参战国的战争动员宣传工作进行了案例分析,逐渐将劝服传播研究引入学术研究

领域。
关于劝服的定义有很多,有些定义认为受众内在的心理动机比诉诸劝服逻辑更重要,[30] 有些定

义则注重传播者与受众在劝服过程中的联系与权利关系。[31] 不论出于何种社会文化背景和关系网

络,个体都处于一个充满劝服动机的环境中。 总体来看,劝服就是传播者将自身预期隐含于信息中,
从而使接收者及其所处社会环境形成期望响应。 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里,说服者为了达到自身期

望的传播效果会使用各种策略来改变接收者的态度。 而受众观念态度的改变也是劝服效果好坏的

一个重要评判。 证据观点的阐明、劝服信息的组织形式、语言艺术风格、表达形式以及传播技巧都是

影响劝服效果的重要因素。[32] 本研究关注的是传播中信息的观点表达与组织形式两个方面。 关于

劝服效果理论的议题和涉及层面很多,基于研究问题和实验设计的考虑,笔者主要研究信息的恐惧

效力和证据类型对劝服效果的影响。
恐惧诉求是一种有说服力的信息,试图通过描绘与个人相关的重大威胁来引发恐惧,然后阐述

可行和有效的建议来阻止事件的进一步发展。[33] 关于恐惧诉求有三个重要方面：威胁强度、威胁感

知以及效能感知。[34] 威胁感知是受众对危险的想法和认知;恐惧情绪则是遭受威胁时的生理反应,
它是个体逃离威胁的直接动因;效能感知是指有助于受众应对威胁的可行有效的举措办法。 概括来

说,威胁是一种外部刺激变量,无论是否被个体感知,它都存在。 正确构建的恐惧诉求不仅有助于提

高个体对威胁存在的认识,还可以预测威胁的严重性及其目标人群对威胁的敏感性。 在多元分析

下,学者普遍认为同时增加信息中的恐惧感知、威胁强度以及高效能措施,可以使劝服效果最优

化。[35-36] 因此,典型恐惧诉求的关键要素包括潜在问题的引入,应对和防止问题发生的解决方案,以
及为进一步提高受众警惕性,对未采取建议行动所导致的可怕后果的阐述或呈现。 这些成果也为本

研究的实验材料设计提供了操作上的指导方向。 那么,究竟是高威胁的恐惧诉求信息还是低威胁的

恐惧诉求信息劝服效果更佳呢? 根据现有结果和研究议题,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研究问题一：在高威胁信息与低威胁信息中,哪种程度的恐惧诉求信息更能影响被试的疾病恐

惧效力感知和宫颈癌预防意愿?
除开威胁强度,不同的信息证据类型也会一定程度影响传播的劝服效果。 有学者根据观点的前

后顺序组织以及倾向性来判断哪种信息类型的劝服效果最佳。[37] 许多研究比较了不同类型证据的

说服力,特别是数据型和叙述性证据。 数据型证据是指由定量或数字信息提供的证据,而叙述型证

据是指轶事或个人证据,如访谈、故事、证言和意见等。[38] 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带有数据型证据或叙

述型证据的信息比没有任何证据补充的信息更具说服力。[39] 但对于两种证据类型的劝服效果,目前

学者们还观点不一。[40] 通过对已有的使用实验法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研究认为证据类型之间说

服力差异的不确定性可能源于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对消息特征(消息长度、易读性)控制的不严谨性。
目前研究表明,大量的量化数据可以增强数据型信息的说服力,而信息的生动性则增强了叙述型信

息的说服力。[40] 那么针对健康信息,究竟那种证据类型更具劝服力,本文由此提出：
研究问题二：在数据型证据和叙述型证据中,哪一类健康信息证据更能影响被试的疾病恐惧效

力感知和宫颈癌预防意愿?
除此之外,劝服传播效果不仅仅取决于动机诉求的选择,还依赖于观点信息的组织形式。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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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信息的框架组织以及内容特征会对受众的意愿态度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证据类型劝服效果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对信息的不同反应上。 但是很少有研究直接关注消息功能与消息类型的交互

作用。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研究问题三：若信息威胁强度和证据类型共同作用于被试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水

平,何种信息组合方式能够得到最好的劝服传播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线上招募与实验被试

本文通过便利抽样总共获得 300 个样本。 据统计,样本分布区域以武汉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被
试主体为高校女大学生(本科、硕士、博士) 。 本研究选择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大学生群体关

系网络多元化程度高,稳定性强,易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验成本。 此

外,大学生文化水平和自我规范意识较高,能很好地理解实验材料并参与其中。 目前看来,大部分实

验被试(平均年龄 24 岁)处于宫颈癌发病率高位区间的起点阶段,因而本研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为了保证实验被试对于宫颈癌的认知水平整体不出现明显波动,也为了尽力还原普通女性公众对宫

颈癌的普遍态度,本实验没有将心理学专业和医学专业的个体纳入被试样本中。
(二)实验材料设计

基于自变量特点和现有媒体实践环境,本研究模仿日常新闻报道以及个人博客页面的主流样式

设计了四则主旨内容、篇幅长度和风格都相似的实验材料。 传统的新闻报道以陈述事实为主,立场

公正,观点鲜明,陈述性和结论性语句较多,对于证据和材料的呈现更加客观简明。 传统新闻报道证

据来源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科学性更强。 相比来说,个人博客传播的内容和目的有较大不同。
个人的构想、经历都可以在博客平台上分享,个性化的主观表达是其主要特点之一。 博客内容没有

严谨系统的行文逻辑结构,记叙性较强,有利于情绪的抒发。 而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针对健康传

播中带有不同程度恐惧诉求以及不同证据类型的健康信息的劝服效果进行了测量,[3,26,36] 而这两个

变量也是健康信息的主要特征之一。 本研究通过不同角度的阐述将带有变量特征的关键句置于实

验材料之中,见表 1。

表 1 不同威胁强度和证据类型组合信息的关键句

数据型证据

×
高威胁程度

超过 90% 的宫颈癌患者被 HPV 感染,可在体内潜伏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 13. 5 万人,进入中期以后五年存活率降至不足 45%
若未养成良好生活规律,术后复发率可能高达 60%

数据型证据

×
低威胁程度

超过 90% 的宫颈癌患者被 HPV 感染,但大部分感染者并不会发展成癌症

早期发现与诊断是改善预后的最重要方法,早期及时干预能使治疗率达到 98%
若坚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预后较好,复发率低至 20%

叙述型证据

×
高威胁程度

化疗手术后出虚汗、胸闷、头痛

痛不欲生,吞口水像是吃碎玻璃渣子

若早治疗会比现在好很多,感觉自身已经没有希望

叙述型证据

×
低威胁程度

通过 TCT 和 HPV 检查,选择进行子宫切除术

术后复查结果较好,并且按照医生的指示养成规律的作息和良好的习惯

今后会注意养生和调理,养成尽早检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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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从证据类型的维度看,叙述型与数据型材料的区别为叙述型材料采用主观的故事性

讲述,而数据型材料为客观的数据呈现。 前者以第一人称和主观叙述性语句为主,后者以第三人称

和陈述性语句为主。 在此基础上,实验再纳入恐惧效力这一维度。 例如,高威胁数据型材料主要呈

现宫颈癌死亡率、远期存活率等较为严重和高风险的数据,低威胁强度相对应的则呈现宫颈癌的治

愈率、预防效率。 同理,根据叙述型材料特点,实验设计出不同威胁强度的叙述型证据。 每一则材料

都配以高效能的宫颈癌防治措施( HPV 疫苗、手术) 、筛查手段( TCT、切片等) 和良好生活习惯的

倡导。
(三)实验程序

笔者采用 2(恐惧诉求：低威胁强度 / 高威胁强度) ×2(证据类型：叙述型证据 / 数据型证据)的线

上随机实验,通过劝服效果理论( Persuasive Effects)对应设计出四则宫颈癌相关信息材料。 在不被告

知实验目的的前提下,被试随机且只能进入四个预先设置场景中的某一个,她们先阅读场景对应的

特定材料再回答后续问题。 除此之外,本研究通过后台设置了实验材料的呈现时间至少为 30 秒,保
证被试有充足的时间理解消化相关信息。 参与者在阅读实验材料之后会首先回答与材料相关的三

个细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检查被试是否对材料进行认真阅读,并对数据的可信度有一

个把控。 每题分值为 1 分,被试答错不扣分,三道题目累积求和达到 2 分或以上则判定为“有效样

本” ,反之则为“无效样本” 。 另外本实验还单独设立了对照组,即参与者不受任何干扰直接回答问

题。 依据上述原则,本次实验剔除 16 个无效样本并后续补充 16 个新样本进行重新判定,最终保证

有效样本为 300 个。
(四)因变量测量

恐惧效力感知。 根据 Witte 的拓展平行过程模型[36] ,实验问题围绕恐惧诉求中恐慌度( fear) 、易
遭受性感知( perceived-susceptibility) 、疾病严重性感知( perceived-severity)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和

反应效能( response- efficacy)这几个变量维度展开。[26] 结合参考文献与本研究实际情况,本量表将恐

惧效力感知的测量设计为：①我觉得自己存在感染 HPV 病毒的风险和可能;②我觉得自己存在得宫

颈癌或出现癌前病变的风险和可能;③我觉得感染 HPV 病毒将导致十分严重且无法预测的后果;④
我认为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⑤我认为定期进行 HPV 筛查可有效预防宫颈癌;⑥如果

我做了宫颈癌预防筛查,我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更加放心;⑦如果我接种了 HPV 疫苗,我对自己未来

的健康情况更加放心。
预防意愿测量。 衡量宫颈癌预防意愿程度有三个方面,即主动选择宫颈癌筛查的意愿,选择接

种 HPV 疫苗的意愿以及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的意愿。 结合已有文献,[29] 本量表将个体预防意愿水平

的测量设计为：①若条件允许,我愿意进行宫颈癌筛查;②若条件允许,我有意愿接种 HPV 疫苗;③
我将于近期主动上网搜索宫颈癌相关议题;④我将于近期与家人朋友讨论与宫颈癌相关的话题;⑤
我会主动规避或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吸烟、熬夜、过多性伴侣等) 。 以上所有测量均使用李克特五点

计分法。
(五)操作性检验

由于被试群体基本素质能力和文化水平较高,实验样本数量充足,实验材料与个人生活息息相

关,内容简单直接且较容易被理解,因此本研究并未针对实验材料进行前测。 但为了保证实验材料

的干预性,本文针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接

受任何材料的控制组,干预材料能够激发实验组被试的恐惧效力感知并提升其预防意愿。 数据显

示,接受材料干预的实验组在各项得分上均显著高于控制组,实验组整体恐惧效率测量的描述性结

果为：M = 24. 80, SD = 4. 915, t = 4. 550, p ＜ 0. 01;预防意愿测量的描述性结果为： M = 19. 73, SD =
3. 627,t = 4. 001,p＜0. 01。 因此,实验材料信息的干预效果是显著的,更直观的数据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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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材料干预显著性差异

因变量 组别 总数( N) 均值( M) 标准差( SD) t

恐惧效力感知
实验组

控制组

240
60

24. 80
21. 73

4. 915
3. 502

4. 550 ***

预防意愿程度
实验组

控制组

240
60

19. 73
17. 78

3. 627
2. 067

4. 001 ***

  注：*p＜0. 1;**p＜0. 05;***p＜0. 01。 下表同。

四、实验结果

问卷量表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本次问卷克伦巴赫系数为 0. 874;通过巴特利球形检验,本问

卷的 KMO 值为 0. 888。 该实验结果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意义,可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恐惧效力感知

恐惧效力感知这一部分测量包含 7 个问题,目的在于测量被试在阅读材料之后其恐惧效力感知

水平。 整体样本由 4 个实验组和 1 个控制组构成,五组具体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3。

表 3 各实验场景下恐惧效力感知的描述性统计

证据类型
威胁强度

高 低
控制组

数据型 23. 967±4. 333 23. 317±5. 107

叙述型 28. 983±2. 777 22. 933±4. 584
21. 733±3. 502

  

本文以恐惧效力感知为因变量,证据类型和威胁强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威胁

程度和证据类型的主效应均显著,F(1,236)= 36. 602,p＜0. 01;F(1,236)= 17. 504,p＜0. 01。 威胁程

度与证据类型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236)= 23. 776,p＜0. 01。

表 4 恐惧效力感知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离均差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统计量( F) 显著性( sig)

威胁程度 673. 350 1 673. 350 36. 602 *** 0. 000

证据类型 322. 017 1 322. 017 17. 504 *** 0. 000

威胁程度×证据类型 437. 400 1 437. 400 23. 776 *** 0. 000

误差 4341. 633 236 18. 397

  

深入分析差异,本研究以威胁程度和证据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高威

胁程度信息比低威胁程度信息更能使被试产生高强度的恐惧效力感知( t = 5. 605,p＜0. 01) ;而叙述

型证据的信息比数据型证据更能使被试在受到信息刺激之后产生恐慌感( t = -3. 749,p＜0. 01) 。
由于两变量之间交互作用显著,本研究需进一步针对威胁程度和证据类型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在数据型证据类型信息的条件下,威胁程度水平简单效应并不显著,F = 0. 689,p＞0. 1;而
在叙述型证据类型信息的条件下,威胁程度水平的简单效应显著,F = 59. 689,p＜0. 01。 另一方面,面
对高威胁强度的信息,被试对两类证据类型的恐惧效力感知存在明显差异,F = 41. 040,p＜0. 01;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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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威胁强度的信息,信息证据类型的简单效应则不存在统计学意义,F = 0. 240,p＞0. 1。 简而言之,
从证据类型的维度来看,叙述型信息比数据型信息只在高威胁度水平上更易导致被试产生恐慌感;
而从威胁强度上看,高威胁度的信息比低威胁度的信息只在叙述型信息场景下会才导致更强烈的恐

慌感,更直观的交互效应如图 1 所示：

图 1 威胁程度与证据类型对恐惧效力感知的交互作用图解

(二)宫颈癌预防意愿

衡量被试预防意愿的部分一共包含 5 个问题,目的在于检验被试的宫颈癌预防意愿水平。 整体

样本由 4 个实验组和 1 个控制组构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5：

表 5 各实验场景下预防意愿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证据类型
威胁强度

高 低
控制组

数据型 17. 883±3. 513 22. 083±2. 061

叙述型 20. 650±2. 761 18. 317±4. 135
17. 783±2. 067

  

笔者以预防意愿程度为因变量,证据类型和威胁强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健康

信息的威胁强度对个体的疾病预防意愿的劝服影响存在主效应,F(1,236) = 5. 061,0. 01 ＜p＜0. 05;
而证据类型对个体的疾病预防意愿主效应影响不显著;威胁程度与证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36)= 61. 993,p＜0. 01。 以威胁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数据显示,低威胁程度信息

比高威胁程度信息更能提高被试对宫颈癌的预防意愿,t = -2. 006,p＜0. 05。

表 6 预防意愿程度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离均差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统计量( F) 显著性( sig)

威胁程度 52. 267 1 52. 267 5. 061 * 0. 025

证据类型 15. 000 1 15. 000 1. 452 0. 229

威胁程度×证据类型 640. 267 1 640. 267 61. 993 *** 0. 000

误差 2437. 400 236 10.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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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一步针对“威胁强度”和“证据类型”两个变量对预防意愿的交互影响的简单效应分析中,
四种场景的简单效应均显著。 具体来说,从威胁强度的维度来看,高威胁强度相较于低威胁强度在

叙述型证据类型场景下能够带来更高的预防意愿水平,但会在数据型证据场景下带来更低的预防意

愿水平;而从证据类型的维度来看,数据型信息证据相比叙述型信息证据在低威胁强度水平下会让

被试产生更高的预防意愿,但会在高威胁强度水平下带来更低的预防意愿水平。 概括来看,证据类

型和威胁强度的任意交互变化都将显著影响被试的预防意愿程度,更直观的交互作用如图 2 所示：

图 2 威胁程度与证据类型对预防意愿的交互作用图解

五、讨论与总结

(一)媒体健康传播的信息设计

信息材料的内容和观点最终通过媒体的传播活动才能得以影响人们对癌症的预防态度,不同的

内容结构和形式,诸如新闻、广告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健康信息的传播覆盖面。 目前国内外诸多

研究人员均在探索,如何调整或选择消息框架、传播渠道以获得最好的劝服效果。 作为最重要最专

业的信息传输渠道之一,媒体对于宫颈癌相关内容传播力的提升将是增强公众对宫颈癌防治认知的

强力手段。
本研究实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实验被试在面对宫颈癌这一威胁女性健康的杀手时仍普遍

呈现“认知水平不高” “健康知识匮乏”的特征。 在本次参与线上实验的 300 名女性中,尽管超过半

数的被试对有关宫颈癌健康知识信息的渴求表现得较为强烈———会选择与家人讨论或在线搜索的

方式获取相关资料,但她们中的多数人都并未选择计划在未来半年内接种宫颈癌疫苗或进行筛片检

查。 本研究实验结果分析显示,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程度和预防意愿程度受到她们所接收的信

息威胁强度与证据类型的显著影响。 对于恐惧效力感知来说,具备高威胁度的叙述型信息最能激发

被试的恐慌感。 这也表明媒体可以通过控制叙述型内容的威胁强度来影响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从
而利用个体的高度恐慌来引导其强化更积极的预防意愿。 相反,不论如何更改和设计数据型信息的

威胁强度都无法带来对女性恐惧效力感知程度的显著改变。 而针对预防意愿程度的检验结果表明,
具备低威胁度的数据型信息对女性公众预防意愿的影响效力甚至要高过高威胁度的叙述型信息。
这也意味着高幅度提升被试的恐惧效力感知并不会直接作用于被试的疾病预防意愿。

上述结论作为本次研究实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为媒体的健康信息传播和报道框架设计提供了

较为直观和有效的参照。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提高信息的威胁强度以激发女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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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恐惧感知,进而使她们做出预防行动。 先前大量的学术研究也反复强调了高威胁叙述型信息在

疾病预防意愿提升中的突出作用和地位,认为叙述型的内容能更好地引发女性公众的关注与共鸣。
在业界媒体实践中,不论是传统的纸媒、电视还是具备大流量的新媒体平台,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大多

都偏向主观化、情感化与细节化,客观数据呈现相对较少。 有些媒体甚至认为加大对疾病严重程度

的描述,能够更强烈地激发适龄受众的恐慌情绪,使她们对自身健康和疾病预防手段等方面进行关

注。 但事实上,失度的传播偏向不仅有违媒体客观公正负责任的社会原则,另一重隐忧则在于不当

的意见供给可能引发非科学理性的健康消费行为。 媒体在进行内容构建和信息设计时一味提升威

胁强度并不能带来最好的传播力度,因为这只能增加个体对于疾病的恐慌而非提升个体的疾病预防

意愿。 理性的数据和适宜的表达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女性公众的宫颈癌预防意识,而且它的效果有时

甚至要优于夸大的、情感化的叙述性信息。 当前健康传播环境里充斥着繁杂冗余的信息,在信息爆

炸的时代,我国线上线下媒介市场对于真实、客观、可靠证据的需求更加珍贵,而这长期以来被大众

媒体所忽视。
结合先前学术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结论、业界媒体实践经验和本次实验的成果,本研究进一步

得出：客观的低威胁数据型信息能够达到最佳劝服效果,与此同时增加叙述型信息的威胁强度也能

带来恐惧力感知和预防意愿的双重提升。 尽管恰当的数据型证据内容对提升女性预防意愿最为显

著,但就业界媒体实践而言,实现本研究中“低威胁数据性证据信息”的设计、描述与传播是具有一定

难度的。 构建这类信息不仅需要媒体机构和从业者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并具备极高的职业素养

和操守,同时还需要他们对所掌握的相关事实信息有极高的判断水平。 此外,本研究实验结果还证

明了高威胁程度的数据型内容不能显著提升公众的预防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影响力的媒

体一旦无法适当把握数据型信息内容的威胁程度或者忽略了数据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其健康传播效

果将会起到反作用。 放眼当前我国媒介环境和市场环境,公众获取健康知识信息依然主要通过各类

视听媒介平台和搜索引擎,而这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医药广告、虚假信息和干扰项目。 高威胁的叙述

型信息的确为部分媒体平台带来了相当多的用户关注与流量,但这些流量在公众日常媒介消费环境

中所引发的医药产品推销、代理服务甚至是欺诈事件屡见不鲜。 尤其是当假疫苗、劣质药品等事件

频频爆出的今天,学术界相关研究人员更应当呼吁市场采用理性客观的证据信息来维护良好的市场

秩序和媒介环境。
当前,我国媒介生态丰富多元,多样化的媒介工具均具有较高的易用性,这无疑为公众提供了更

加自由的选择,也令媒介平台所生产的知识信息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真实、客观、科学、准
确的健康知识信息不仅是我国当前媒介环境中需要提倡的报道内容,其对于构建理性的公众舆论、
健康的消费秩序、可靠的医药市场和良好的媒介职能还有着重要而长久的意义。

(二)研究局限与后续展望

从自变量选择来看,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威胁强度和信息证据类型,而因变量则关注恐惧效力

感知水平和预防意愿水平。 但事实上,本次研究未将公众个人特点纳入研究。 人口统计学变量(文

化教育背景、职业、年龄、地域)亦有可能与疾病预防态度和恐惧度感知存在显著的关联。 在传播活

动中,信息传播的效果依赖受者的反馈,譬如女性公众的健康观念、经历与已有基本认知、收入水平、
文化水平、事件卷入度等等都可以影响健康传播效果。 因而未来研究可以向公众个体特征(非学生

样本为主)这一维度展望。 而且,本研究在实验前期过程中并未控制被试女性已有的风险感知水平,
从而无法完全确定该实验所有的被试对象关于宫颈癌疾病风险感知和预防意愿的程度高低是由于

实验材料干预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但本次实验采用的是线上随机

实验形式,尽管无法控制具有不同风险感知水平的被试被均匀分布到 5 个实验场景中,但鉴于场景

数量和样本数量的因素考虑,本实验所得结论仍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依据本次研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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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和内容,今后可考量图像信息对健康信息传播的劝服影响。 图片包含更多的元素,图片与文

字对个体意愿行为的刺激有显著不同。 所以未来研究可考虑进一步扩大信息内容的维度。 此外,不
同的媒介渠道产生的传播效果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传播渠道也是值得关注的

地方。
从研究方法和实验操作来看,本研究采用 2×2 线上随机实验形式,但由于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本

实验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今后,研究中将加入眼动技术仪器来关注视觉停留时间、顺序和次数,但这

需要充足的跨学科知识、经验和资金。 与此同时,为了短时间获取尽可能多的实验样本,本次实验对

于地域差异甚至基于此的文化差异的因素控制存在不足。 今后的研究将尝试线下实验,严格将实验

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统一。 从实验材料的角度考虑,后续相似研究提供的材料还需进一步减少额外

干扰要素,进一步控制实验内容的信息量、长度、形式等,强化实验场景中那些关键自变量的干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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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
Mode on the Reception of Audience via Health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 Study of Cervical Cancer Prevention

Ran Hua,Geng Shup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framing of media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its information design influence the in-
dividual health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 different degrees. Cervical cancer is a major killer of women’ s
health,however,its prevention and screening methods have long been ignored by most people. This study,ba-
sing on the persuasive effects theory,through the online random experiment method,takes the health commu-
nic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prevention as an example. It focuses on different degree of fear appeals( Low / High
Threat Intensity) of media inform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Narrative / Statistical
Evidence) to the female audiences’ perception of fear effectiveness and positive prevention intention. The ex-
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high threat intensity in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audience’ s perception of disease fear effectiveness compared to low- threat information,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imply increasing the information threat intensity can bring more positiveing prevent willingness to
the public. Conversely,low-threat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an increase individual’ s willingness to prevent even
more than a high- threat narrative message that leads to higher fear effectiveness. The experiment pointed out
that the individual disease fear perception and prevention effectivenes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a single factor,
but also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reat intensity,evidence typ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forms.

Key Words：media health communication;cervical cancer prevention;persuasive effect;fear appeals;
evidence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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